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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为重复已有语言而写作，	
我们为触及尚未提出的问题而写作，	
我们为未来还能再生的判断而写作。	

——封坛写作题记	

摘要	

《每一滴都不是他》以隋建国自2006年持续至今的作品《时间的形状》为个案，通过“封
坛写作”方法论在观看、行为、材料与世界语境四个切口展开研究。文章将作品置于可封
存与可再激活的判断框架中，结合艺术家访谈、展览现场观察及跨文化参照，对其创作的
撤退逻辑、材料的历史性、观看的延迟机制与政治性潜势进行多维解析。通过与国内外艺
术家的方法论比较，本文揭示了《时间的形状》在制度化框架中的持续运行方式，并提出
其在“生长中的艺术史”中的独特位置与未来可再生的判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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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说明	

本研究在个案分析过程中，采取了“封坛写作”特有的结构性切口，即在描述与分析并行推
进的同时，将作品置于一个可封存与可再生的判断框架中。这一方法论不仅关注作品的物
质与形式层面，也关注其在时间与制度结构中的持续运行方式。本文从四个切口切入——

“撤退的作者、封存的时间、无法命名的观看、世界艺术史的代表性”——以隋建国《时间
的形状》为个案，展开一次封坛写作的实践。	

引言	



如果要用一件作品去逼近“封坛”作为艺术行为的隐喻，我会选择隋建国的《时间的形状》。它
被赋予了一个遥远而不可预测的终点，在抵达之前，它允许持续生成，更像一口承载时间、酝
酿变化的坛——空与满之间的缓冲，让形态与判断在流逝中不断积聚、转化，直至未来某个时
刻被重新开启。	

自诞生起，《时间的形状》就从未以完成形态为目的：最初，艺术家用细金属丝蘸漆，每日滴
落、累积；随着重量增加、结构改变，引入齿轮与钢架，由助手接替操作。表面上，这是身体
的退出；实际上，每一次“非手工化”都在更新语言的结构，让作品的机制，比创作者的手更长
久。	

2012年，“共振计划”将它带到德国《无形之形》展。它在那里得到了一个新名字：die Form 
der Zeit（时间的形式）。这一表述，比英文 The Shape of Time 更直接地抵达核心——不是“时
间的外观”，而是“时间如何生成结构”。在德语里，它触及的，是历史性判断的生成方式，而不
是具象视觉的复现。它并非艺术家的命名，却像一面侧光，照出了作品深处的逻辑：时间，被
用作材料，而非背景；它在物理行为中沉淀出一种形式——可被封存，可被未来重新激活。这
里的“Form”，不是轮廓，而是一种在不同文化语境下仍能保持锋利的结构。	

这是本文进入作品判断的入口，也是之后“代表责任”讨论的伏笔。	

封坛，不是保存答案，而是保存让答案成立的条件。哪一滴漆都不足以改变全局，却没有一滴
可以被抹掉；作者退场，形象消失，却留下了一个开放的接口，供未来进入。	

于是，这件作品，不再是“他的”，而是一个在作者撤离后依然自我运作的系统——一个“非他之
物”。封坛也是如此：不是终结，也不是成果，而是一次主动设定的封存机制；它的核心，是
尚未终止的结构关系，而不是被固定下来的意义。	

这，就是我们要写下的：不为重复语言，而为那些可能在未来某一刻被重新开启的判断。	

一、观看的悖论	



在展览现场，《时间的形状》并不邀请你去“看”它。它像一个迟到的事件：你走近时，作品已
经发生完毕，空气中残留的是过程的沉积，而非过程本身。细金属丝被工业涂料反复浸蘸，重
力将漆滴牵引成形，时间则将这些滴落累积成一个无法用边界划定的实体。它悬在空中，不旋
转，不移动，却让你感到——观看并未真正开始。	

这种情形在艺术史中并不多见。塞拉（Richard Serra(15)）的钢板装置——通常是几米高的巨
型弯曲钢板——要求观众进入其间，在行走中感受钢板与身体的距离变化，从而建立对作品的
尺度与重量的理解。李禹焕（Lee Ufan(12)）的《对话》系列，则是在空旷的画布上安置一块
石头或一片色块，让观者在留白与物的对峙中感受到时间的呼吸与空间的张力。	

而在《时间的形状》面前，你的脚步、你的目光，都被推迟——不是因为它拒绝被看，而是因
为它已在你到来之前完成了“被观看”的那一刻。你所面对的，不是正在发生的雕塑，而是观看
发生之后的封存状态。	

这种延迟构成了一个悖论：作品越是完整地呈现给你，你与它的关系反而越不完整。你站在那
儿，却像是被挡在作品的“观看边界”之外。这不仅是形式策略，更是一种结构判断——观看的
权力不再属于观看者，而是由作品的运行机制掌握。	

哲学层面上，这种观看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关于工具状态的描述有某种呼应。他指
出：“The peculiarity of what is proximally to hand is that, in its readiness‑to‑hand, it must, as it 
were, withdraw …”——即，当工具处于“准备就绪”（Zuhandenheit）的状态时，它会退隐到背
景中，不以物体形态出现，而融入我们的行动之中（第69页）。反之，当它失效或被打断时，
它才以“纯在”（Vorhandenheit）的方式显现出来，让我们意识到它的物性与功能依赖（第73
页）。《时间的形状》中的观看恰似如此：它向你显现的是累积的滴落，而它隐藏的——滴落
的发生——已退隐到作品的内部机制之中。你被迫承认，眼前的形态并不是全部，甚至可能不
是核心。	

正如乔治·狄迪-于贝尔曼所言：“图像从不在它被观看的那一刻显现，而是在之后成为被观看的
残影。”	
（“L’image n’apparaît jamais au moment où  on la regarde, mais dans le moment d’après, comme 
un reste.”	

——Georges Didi-Huberman(6), Devant l’image, É ditions de Minuit, 1990, p. 17.）	



《时间的形状》正是这种“观看延迟”机制的三维实践。它不是主动生成观看，而是将观看置于
制度性发生之后的封存状态。不是“你看到”，而是“它早已被看到”。你面对的，是一件已然脱
离观看需要的作品，是在你抵达之前便完成观看条件设定的结构遗迹。观看，在此成为一种迟
到的经验，而非即时的理解。	

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看悖论为艺术史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观看不再是审美经验的入口，而成为
一个被推迟、被条件化的判断过程。	

与早期极简主义对观看者位置的即时操控不同，《时间的形状》并不依赖形体引导视线。极简
主义雕塑——无论是贾德的几何体阵列、弗莱文的荧光灯管，还是莫里斯的大型立方体——往
往通过尺寸、比例、排列和空间方位，在观众进入展厅的瞬间就决定了他们的身体位置与视线
走向。这是一种空间性的引导，观看的节奏由形体的构成关系即时设定。相比之下，《时间的
形状》将这种控制从空间转移到时间：它的形态并非一次性呈现的终局，而是持续滴落、堆
积、干涸的中间状态。观众所面对的，总是一个尚未完成、仍在生成的截面。视线因此被迫延
迟——不是在空间中被引导移动，而是在时间中被迫等待。这种延迟，不是消极的阻隔，而是
作品主动设定的观看条件：你无法一次看完它，甚至在看着它的当下，你也意识到，它在你视
线之外继续变化。这种由时间结构而非形体语言制造的延迟，使观看从即时的占有，转化为被
时间反复切割的过程。	

因此，《时间的形状》不只是“难以观看”的作品，而是一个将观看本身转化为可封存条件的装
置。在这里，观看不再是主动的行为，而是被动的、延迟的、悬置的存在。	

这也是它留给封坛写作的启发：并非每一次观看都在当下完成，有些观看要在未来才会发生
——而作品，则成为了保存这种未来观看可能性的容器。	

此即本节可封存的判断。	

二、雕塑行为的边界	



（技术、形式、身体与时间的多维解析）	

《时间的形状》的雏形出现于2006年，彼时隋建国尚未彻底撤离雕塑者的身体角色。他以金
属丝为引线，手工蘸取深蓝色工业油漆，让漆滴在重力牵引下缓慢凝结、自然积累。每日的重
复，成为一种非叙事性的时间标记——每一滴漆都不是表现性的“笔触”，而是由身体带动、由
材料完成的“判断残迹”。	

但随着作品体量不断增长，这一由手工控制的系统在操作上变得愈发困难——更可能的限制，
来自艺术家身体对持续增长体量的掌控能力，而非单纯的材料承载极限。这种变化迫使他不得
不调整行为方式，从直接执行，转向以齿轮系统与钢结构悬挂，并由助手代行每日蘸漆。	

这一转变不仅是雕塑操作方式的变化，更可以拓展到一个更深的讨论——雕塑行为的边界不仅
是技术和形式的边界，也是身体、时间和心理承受力的边界。时间的流逝，以物理体量的增
长，在艺术家面前形成了一个每天都在发生的可视化对比：当作品初生时，时间在他眼中渺小
而可控；近二十年过去，时间在作品中长成庞然之物，而他的身体机能却在不可逆地衰退。这
种双向变化，使《时间的形状》不仅关乎材料与结构的持续生成，也成为一个生命与时间交织
的判断场域。	

这种关系，在艺术史的长时行为作品中也能看到回声——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1)）的《The Artist is Present》（2010）与《Rhythm 0》（1974）曾将身体推至
极限，让时间在体力消耗中显形（Westcott(18), 2010）。不同的是，她的作品多为一次性事
件，结束后形态被固定在记忆与记录中，而隋建国则选择让身体退位，让机制接管，从而形成
一个可持续、可被重新启动的时间系统。	

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15)）以“过程—约束”的方法塑形：1967–1968 年的《动词表》
（Verb List）将“折叠、倾斜、支撑、堆叠、滚动”等动作转译为制作规则；在《One Ton Prop 
(House of Cards)》（1969）中，四块铅板仅靠相互支撑与重力维持稳定，形体并非被“雕刻”出
来，而是由材料属性与物理力的平衡“出现”。作品的时间并不依赖表面连续变化，而是在观者
的身体经验中被激活：近距离观看意味着面对潜在的力学风险，空间的通行与视线被阻断、转
向，观者由此感知到重力—惯性—支撑关系构成的“现场力学”（Krauss(11)；Cooke(3)）。与
此相应，《Tilted Arc》（1981）更将雕塑从“物”推向“场域”，通过尺度与弧度改变公共空间的
通行线路与社会互动，强调“场地特定性”与制度环境的不可替代性（15）。	



与隋建国“滴漆”的时间机制相比，塞拉将“时间”封存于规则与工序内部：作品在完成之刻即进
入受控的“封闭回路”，其后不再生成新的形态；而隋建国则把材料的流动性与长期性的物理沉
积纳入作品，使之在展陈—封存—再激活之间持续改写“形”。前者凸显材料的惯性与重力如何
决定形体，后者则把“材料的历史性”与制度时间叠加为可再生的判断（15；11）。	

类似的“从动作到机制”的转向，也出现在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13)）的《Wall Drawing》系
列与让·丁格利（Jean Tinguely）的《Homage to New York》（1960）中。勒维特的观念艺术
以文字或图纸说明让他人执行创作，艺术家撤退到规则设定的位置（LeWitt(13), 1967）；但
他的规则执行是一次性的，完成即终止，而隋建国的规则是持续运行的，执行本身成为作品长
期存在的条件。丁格利的自毁机器与自动装置让雕塑在机械运作中自行生成（Hultén(10), 
1987）；隋建国同样放手让机制运作，但他的机制并非短期的表演性自毁，而是设计成可无
限延迟、随时可被重新激活的生成过程。	

另一类案例，则将雕塑的发生交给自然力的长时作用。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16)）的《Spiral Jetty》（1970）在湖水涨落、风浪冲刷中不断改变形态，创作者在
完工后退居为见证者（Smithson(16), 1968）；隋建国也让时间与外部条件参与形态生成，但
他在框架和节律上仍保留了人为的制度化设定，使作品处于介于完全放任与完全控制之间的独
特位置。	

如果说这些艺术史对比案例揭示了雕塑与身体关系的“撤退逻辑”，那么在哲学维度上，这一过
程也可以被视为对“身体时间性”的回应。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4)）在《知觉现
象学》中指出，身体不是外在于世界的观看工具，而是感知经验的发生本体，正是身体在时间
中的嵌入，使得感知与世界得以接触（Merleau-Ponty(14), 1945）。而隋建国通过主动撤出身
体的控制权，恰恰显露出身体在时间尺度中的局限与脆弱，从而使作品机制得以超越个人经
验，进入更持久的结构系统。	

同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2)）在《潜能》中提到：“真正的潜能，是在于不做的能力。”
（Agamben(2), 1999）雕塑家的撤退、让渡与“不做”，并不是消极的空缺，而是激活另一种存
在形式的判断方式：机制的运作、材料的发生、时间的代谢，这些构成了一种新的、非语言化
的持续判断结构。	

这是一个关键节点：从“动作本身”转为“机制设定”，再延伸到“长时自然生成”。在这些转向中，
传统意义上的“雕塑”被悄然置换：不再是形体的塑造，而是结构性条件的部署。	



但“撤退”不是消极的让渡，“等待”也并非空白的非行为，而是另一种决定性的判断方式：不干
预，不代表不设计；不操作，不意味着不构成。恰恰相反，隋建国通过结构部署，设定了一种
“被允许的发生”——材料在其设定的时间框架中展开过程性逻辑，这是一种延迟介入的主权配
置，也是一种制度性框架内的自由转化。它让雕塑从“塑形的过程”变为“塑形条件的生成”。	

由此，《时间的形状》将雕塑行为的边界推向极限：它拒绝工具性的“手工制造”，也不依赖观
念先导的“计划行为”，而是以结构部署生成过程性堆积。它既不诉诸雕塑的体积语言，也不陷
入材料实验的即时感官，而是在一个可持续发生的系统中，将“行为”推向“封存机制”的边界地
带。这种转向不仅改变了创作方式，更动摇了雕塑定义的根基：雕塑是否仍属于动作的凝固？
还是早已进入“生成的判断机制”这一全新范畴？	

三、材料的历史性与隐退的叙事结构	

《时间的形状》几乎切断了与“中国”这一宏大命题的直接关联。在许多观众仍试图从中国当代
艺术中辨识“国家寓言”“身体政治”或“社会转型”的时代语法时，这件作品没有提供任何通向这
些解释的线索：没有符号化的文本，没有具象化的身体提示，也没有历史图像或政治指涉。它
只是日复一日地蘸漆、滴落、积累、形成。	

在当代艺术中，这样一种不提供象征、不提供文本、不允许归类的姿态，常常被误认为是“去
政治化”或“逃避”。但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极为激进的判断行为：将表达的权力从语言与叙事的
前台，撤回到材料与时间的后台。	

材料开始“说话”，但说的不是修辞的语言，而是沉默的语言，是时间的堆积，是一种非语言的
历史性。这不是对政治性的回避，而是一种有意识的隐退：不再将判断悬挂于语言之上，而是
让物在时间中自行积累意义。	

它将作品从历史事件的直接书写中抽离，却在材料之中重新嵌入历史结构——而这，正是我们
称之为“材料的历史性”（material historicity）的判断起点。	



这种历史性，既不是来自宏大叙事，也不是个体记忆，而是物与时间作用的共同产物。它不是
“表达”出来的，而是“堆积”出来的，是在制度设定之下，通过滴落、干涸、变形而缓慢生成的。	

在艺术史上，李禹焕（Lee Ufan(12)）以石头与画布的并置，让物不借助象征符号而自行显现
其存在关系；菅木志雄（Kishio Suga）将木块或石材放置于场域，使材料之间的物理张力成为
观看的核心内容。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是：它们不讲述，而是存在；不构造语言，而是构造关
系。	

而《时间的形状》与之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是“将物放置”，而是“让物发生”——不是一次性的
展示，而是持续性的积累；不是对物的静态安置，而是将其纳入一个制度化发生过程。材料的
历史性不再是呈现的结果，而是生成的过程本身。	

哲学层面上，这种生成逻辑也回应了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的核心观点：世界不是先
于身体而存在的对象集合，而是在身体与材料互动中生成的“可感空间”。历史，也并非语言的
产物，而是身体与世界关系的持续叠加。当艺术家的身体撤退，作品仍持续运作，这种“非人
化的时间结构”正是材料历史性的深层形式。	

此外，阿甘本提出真正的“潜能”并不在于“能够做什么”，而在于“能够不做”，即具备“悬置行动”
的能力。在《时间的形状》中，艺术家的不介入，不是权力的消失，而是结构性判断的显现
——是让材料自行承担历史的记录责任。这种不做，是一种判断的形式，是艺术家对作品所作
出的最强介入。	

同样的历史结构，我们也能在一些作品中找到呼应。理查德·朗（Richard Long）的地景作品用
行走与石块排列标记时间，但完成后形态即被固定；而《时间的形状》的滴漆结构始终处于未
完成状态，其形态与历史性持续共生。德国艺术家沃尔夫冈·莱布（Wolfgang Laib）以米、花
粉、牛奶等天然材料创作极简作品，其静止性与材料的“收集性”强调了一个“凝固的时间”；而
隋建国的滴落结构则强调时间本身的流动，使材料的形态不断更新，从而形成“可被观看的历
史演化”。	



与此相比，Eva Hesse 在《Untitled (Rope Piece)》（1970）中，将浸渍乳胶的绳索悬垂于墙面
与天花板挂钩之上，自由下垂、缠绕、盘绕至地面，形成一种无固定几何形态的有机结构
（Hesse(7)）。乳胶材料在时间中不可避免地变色、脆裂，材料自身的衰变过程被视为作品生
命的一部分。每次展出时，绳索的排列曲线与垂坠方式都会因环境与重力而变化，作品始终处
于偶然生成与必然消逝之间。这种方法突出了材料的不稳定性与短暂性，让时间的不可逆成为
观看的核心经验。而隋建国的滴漆机制则被纳入制度化的封闭回路中，时间性不在于材料的自
然衰减，而在于其长期运行过程中不断叠加、改写与再激活的可能性。

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宋冬的《水写日记》通过蒸发的痕迹制造“消逝的记忆”；而隋建国拒绝这
种“消逝”，选择让材料不断堆积——不是留下记忆的空白，而是生成实体的厚度。徐冰的《地
书》让文字材料脱离语义载体，在跨文化情境中运作；而《时间的形状》更进一步，拒绝作为
“语言符号”的运作，它所生成的判断结构，是完全去语言化的。	

材料的历史性在此不仅是对时间的记录，更是一种政治性的提案：它拒绝将意义固定在语言与
符号之中，而将判断的发生交给“物 × 时间 × 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机制。	

这种机制最终通向的是一种封闭回路：每一次滴落都是对前一次的回声，又成为下一次判断的
基础。它既不诉诸解释，也不服务于观看，而是在时间中不断自我封存、自我积累，形成一种
内在于材料的“历史叙事”。	

我们或许可以说，《时间的形状》以一种非语言、非叙事、非象征的方式，让材料成为历史性
的生成体。这不是让物承载意义，而是让物生成意义的结构。	

此即本节可封存的判断。	

四、世界语境中的代表责任	

2012年，《时间的形状》在“共振计划”的推动下进入德国展览《无形之形》(Forms of the 
Formless)。那是它第一次在国际语境中被完整呈现，也是它从中国当代艺术的内部语境进入
世界艺术史参照系的关键时刻。引言已提到，当时的德语翻译 die Form der Zeit（时间的形
式）无意间揭示了作品的核心判断逻辑——不是“时间的外观”，而是“时间如何生成结构”。	



在横向对比中，《时间的形状》与多位国际艺术家的时间性实践形成了清晰的呼应与差异：	

	 •	 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在《My Red Homeland》（2003）中使用机械
臂不断推动大量红色蜡质物料堆积与扩展，形成动态却稳定的物质地貌。《时间的形状》与之
类似，都以机械系统持续推动材料形态的生成，但前者更偏向视觉沉浸与象征性，后者则剥离
语言，引向机制本身的制度结构。	

	 •	 川俣正（Tadashi Kawamata）如《Project on Roosevelt Island》（1992）与
《Tree Huts》系列，常以松散木构搭建临时结构，让材料在时间与气候中自然风化，显露“时
间的消耗”。相较之下，《时间的形状》并不依赖外部偶发，而在高度制度化节奏中让时间可
控生成，保持一种介于自然与制度之间的“延迟自由”。	

	 •	 特奥·扬森（Theo Jansen）的“沙滩动物”（Strandbeest）系列装置以风力驱动
骨骼结构移动，在自然环境中“活化”。其结构的演化基于力学与风向的适应性。《时间的形
状》则不动，但其机制内部持续生成形态，呈现“非表演性”却极具生命感的物质生长轨迹。	

	 •	 沃尔夫冈·莱布（Wolfgang Laib）的《Milkstone》（1975–今）每天更换牛奶填
满石板凹槽，构成日复一日的静默行为。他的作品追求的是冥想、恒定与沉静的时间；而隋建
国的作品并不旨在冥想性，而更关注制度性：如何让行为机制成为时间判断的发生场。	

在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中，它同样与几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形成了结构性对照：	

	 •	 徐冰的《地书》（Book from the Ground, 2003–今）通过符号系统的自动生成
建立跨文化对话，强调语言的普遍编码机制。隋建国则反其道而行之，取消语言通路，让物理
材料自身构成判断。	

	 •	 蔡国强在《天梯》（Sky Ladder, 2015）与《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系列中，以
火药爆破构建转瞬即逝的壮观场面，激发时间与能量的象征表达。《时间的形状》将这种瞬间
炸裂转化为延迟积累，提供一种长时结构中的潜势政治性。	

	 •	 宋冬的《水写日记》（2005–今）在水书蒸发中让记录转化为消逝的记忆；而
《时间的形状》不让材料消失，而是将每滴堆积为“记忆厚度”，转译为结构性时间的可视残留。	

以上案例显示，《时间的形状》并未置身时间性探索的孤岛，而是在国际艺术史“长时行为—
生成机制—制度框架”这一谱系中，找到一个独特的交叉节点。它不依赖象征语言，也不诉诸
戏剧性展示，而是以最不具视觉吸引力的日常行为，构成最具结构爆发力的时间判断。	



因此，它具备被纳入世界艺术史代表性讨论的基础。但这一代表性也引出重要的问题：当一件
作品进入跨文化展览结构，它是否必须承担“文化代表”的身份？它是否准备好被阅读为“中国”
的代表？	

这一张力在艺术史中并不罕见。1960–80年代，拉美艺术家赫利奥·奥蒂西卡（Hé lio Oiticica）
和洛特·鲁戈（Lygia Clark）等人进入欧美艺术场域时，被频繁贴上“热带实验”“地域政治”等标
签，导致其方法论复杂性被压缩为文化身份叙事。19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进入威尼斯双年
展等国际舞台，同样被统一纳入“后冷战中国”框架，边缘化其内在多样性。	

《时间的形状》提供一种替代路径：不是通过拒绝身份而逃避代表性，而是通过结构的复杂性
与生成的制度性，将代表性转译为“生成结构的代表”而非“文化意象的代表”。也就是说，它不
是“中国性”的明喻，而是“如何生成判断条件”的方法论个案。	

因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判断：《时间的形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代表中国”的作品，而
是以结构方式进入世界艺术史语法的一件“生成性代表作品”——其所代表的，是一种封存与生
成之间的判断机制，一种不依赖语言、却能穿越文化的形态逻辑。	

这正是“封坛”方法得以运作的前提——不是确认一个国家标签，而是确认一个可以穿越时间、
被重新激活的结构。这种代表性不是一次性“说完”，而是为未来的重读提供接口。它不是封闭
的国别论述，而是一种开放的结构提案。	

此即本节可封存的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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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术语与方法论索引	

本篇写作过程中提出或深化的核心概念与方法	

非他之物（Non-Self Object）	
 指艺术家主体撤退后，由作品内部机制生成、并不再直接等同于艺术家意图的存在单元。	

去语言化判断结构（De-Linguistic Judgement Structure）	
 一种不依赖于叙事语言，而由材料过程本身生成、并可被封存的判断机制。	

材料的历史性（Material Historicity）	
 由物性、时间与运行机制共同生成的历史结构，不以事件为起点，而以内在过程性为核心。	

被部署的自由（Deployed Freedom）	
 在制度化框架内被设定的非干预生成过程，看似自由，却被设计者的判断所限定。	

封闭回路的判断机制（Closed-Loop Judgement Mechanism）	
 在一个自我维持、可持续运行的作品结构中，判断通过内部循环不断自我确认。	

个案驱动的封坛写作方法（Case-Driven Sealtan Writing Method）	
 从具体艺术品出发，在作品内部寻找判断接口，建立可持续介入与未来对话的研究路径。	

国际与中国结构对照谱系（International and Chinese Structural Comparative Framework）	
 将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与国际艺术史中具有可比性的案例进行结构性比较，以建立跨文化的判
断坐标。	
 本篇所参照的国际案例包括：里查德·塞拉（重力结构）、李禹焕（物自显形）、菅木志雄
（物理关系显现）、安尼施·卡普尔（物质堆积）、川俣正（结构风化）、特奥·扬森（机制生
命）、理查德·朗（地景艺术与固定形态）、沃尔夫冈·莱布（天然材料与静止时间）；	
 中国案例包括：徐冰（系统化观念生成，《地书》）、蔡国强（瞬发与残留双重时间性）、
宋冬（日常消逝的长时行为，《水写日记》）。	

代表性判断（Representational Judgement）	
 定义：作品在跨文化语境中被赋予地域、文化或方法论的代表功能，并在这一位置上形成可
被持续引用、讨论与策展的学术意义。	
 特征：一旦成立，该判断既可能成为框定，也可能成为未来激活的力量来源。	



封面图片来源	
隋建国，《时间的形状》，漆，2006年至今。图片拍摄及提供：隋建国，2012年，德国《无
形之形》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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